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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英文 

日期：2024 年 8 月 26 日 

专利法常设委员会 

第三十六届会议 

2024年 10月 14日至 18 日，日内瓦 

关于客户–专利顾问特权的法院案件汇编 

秘书处编拟的文件 

1. 在 2023 年 10 月 16 日至 20 日举行的第三十五届会议上，专利法常设委员会（SCP）议定，

秘书处根据从成员国收到的信息更新文件 SCP/25/4（关于客户-专利顾问特权的法院案件汇

编）。基于上述决定，2023 年 12 月 7 日，SCP 成员被邀请通过通函 C.9199 向国际局提交有关信

息。 

2. 秘书处收到了澳大利亚和大韩民国提交的文件，其中提供了与国家法院案件有关的信息。

因此，本文件载有关于这两个成员国国家法院案件的信息。1 

3. 由于产权组织网页“关于客户–律师特权范围及其对专利顾问适用性的法律和实践汇编”2

已经包含了从成员国收集的与客户–专利顾问特权有关的国家法院案件信息，秘书处也将把本文

件的内容纳入上述网页。 

澳大利亚 

4. 客户–专利顾问特权对于确保客户获得高质量的知识产权咨询至关重要。1990 年专利法

（澳大利亚联邦）第 200 条（1995 年商标法（澳大利亚联邦）第 229 条也有相应规定）对此作了

规定。澳大利亚的立法条款规定，外国创新者在澳大利亚寻求保护时，对于与本国专利律师和澳

大利亚专利律师的通信享有特权。2012 年知识产权法修正案（提高律师资格）（澳大利亚联邦）
 

1
  从成员国收到的信息公布于 SCP 电子论坛网站：

https://www.wipo.int/scp/en/meetings/session_36/comments_received.html。 
2
  https://www.wipo.int/scp/en/confidentiality_advisors_clients/national_laws_practices.html。 

https://www.wipo.int/scp/en/meetings/session_36/comments_received.html
https://www.wipo.int/scp/en/confidentiality_advisors_clients/national_laws_practices.html


SCP/36/7 

第2页 

对第 200 条（和第 229 条）进行了修改，明确将特权扩展至根据另一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被授权从

事专利工作或商标工作的个人，只要该个人被授权提供其所提供的知识产权咨询。 

5. 澳大利亚联邦法院认为，第 200条的早期版本将法规规定的特权限制在“与在澳大利亚注册

的专利律师的通信”范围内（Eli Lilly & Company 诉 Pfizer Ireland Pharmaceuticals (No 2) 

[2004] FCA 850）。 

6. 然而，自这一修正案之后，联邦法院在 Australian Mud Co Pty Ltd诉 Coretell Pty Ltd 

[2014] FCA 200一案中认定，第 200条“保护专利律师与其客户之间为向客户提供知识产权建议

这一主要目的而进行的通信，其保护程度与法律从业者与其客户之间的通信所受保护程度相

同”。 

大韩民国 

7. 尽管案件涉及刑事诉讼中的律师特权，但最高法院于 2012 年 5 月 17 日作出的 2009Do6788

号全体法官判决与刑事诉讼中的客户–专利顾问特权间接相关，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49 条，

在律师和其他从事特定职业的人员中，专利律师原则上可以拒绝就其在职业过程中接受委托而了

解的事实作证。 

背 景 

8. 该案涉及一项贿赂指控，根据下级法院判决和记录的论证，检察官提交了一份从被告处缴

获的数字存储介质中打印出来的文件作为证据。该文件是负责该案的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撰写

的法律意见书，而被告不同意将该法律意见书作为证据使用。该律师在庭审中援引刑事诉讼法第

149 条，拒绝就该法律意见书作证。 

9. 刑事诉讼法第 313 条第(1)款规定，“由被告人或任何其他人准备的陈述（前两条所述的协

议书除外）或书面陈述，如果有制作人或声明人的笔迹、签名或印章，如果制作人或声明人在预

备听证会或公开审判中通过其证言或声明证明其真实性，则可作为证据：但载有被告陈述的文

件，只有在其制作人或声明人在预备听证会或公开审判中的证言证明其真实性，且该陈述是在使

其具有特殊可信度的情况下作出时，方可作为证据提出，而不论被告在预备听证会或公开审判中

作出了何种陈述”。 

10. 刑事诉讼法第 314条规定了上述证据可采性原则的例外情况，指出“在第 312条或第 313条

的情况下，如果被要求在预备听证或审判中作出陈述的人因死亡、患病或居住在国外、下落不明

或任何其他类似事由而无法作出陈述，相关的协议书和其他文件应被采纳为证据：但只有在证明

该陈述或准备是在特别可靠的状态下作出时，方可采纳”。 

11. 下级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该判决拒绝接受律师的法律意见书作为证据。其理由

是，宪法第 12 条第(4)款承认的律师权利中包括律师与其客户之间为法律咨询目的而进行的保密

通信；因此，尽管现行成文法没有明确规定，但客户享有拒绝提供与法律咨询有关的保密通信的

特权。随后，下级法院裁定，本案的法律意见书不具有可采性，除非律师证实其真实性，即便如

此，基于律师–客户特权，该意见书仍不得用作对被告进行定罪的证据，无论缴获过程是否违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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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判决 

12. 最高法院认为，下级法院以律师–客户特权为由拒绝采信本案法律意见书的判决理由是不

恰当的。 

13. 法院提及宪法第 12条第(4)款，其中规定“任何被逮捕或拘留的人都有权迅速获得律师的协

助”，并提及刑事诉讼法第 34 条，其中规定“辩护律师或希望成为辩护律师的人可以与刑事被告

或受到人身限制的犯罪嫌疑人进行面谈，可以递交或接收任何文件或物品[……]”。此外，法院

还指出，刑事诉讼法第 112、219和 149条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律师–客户保密性。 

14. 下级法院的判决认为，由于刑事诉讼程序（如调查或听证）尚未开始而尚未被视为嫌疑人

或被告的人，仍可在其日常生活中就法律咨询行使律师-客户特权，或未经客户同意缴获的物品不

得在刑事审判中用作证据（无论缴获过程是否违法），根据这些规定以及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基

本宗旨，这一判决是不可接受的。 

15. 然而，最高法院得出结论认为，下级法院拒绝采信法律意见书并且不将其作为证据的判决

是合理的，理由如下。 

•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313条第(1)款，本案的法律意见书构成“陈述或文件，包括被告以外

的人所作的陈述”。 

• 然而，由于律师的陈述并未证明该法律意见书的真实性，因此不能确认其可采性。根据

刑事诉讼法第 149 条，律师拒绝作证具有合理性。 

• 从立法历史来看，现行刑事诉讼法第 314 条应严格适用，强调直接询问原则和庭审导向

原则。有鉴于此，以刑事诉讼法第 148 条和第 149 条为由合法拒绝作证不构成第 314 条

规定的“任何其他类似事由”。因此，根据第 314 条，不能确认该法律意见书的可采

性。 

16. 法院因此得出结论，尽管下级法院的判决理由存在错误，但只要拒绝采信法律意见书的裁

定具有合理性，就不能认为它影响了判决的结论。 

[文件完] 


